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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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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统计学院，北京 100070) 

【摘 要】：发展绿色经济，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是当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本文探讨了工业集聚对绿色

经济效率的作用机理，运用超效率 SBM模型测算了中国 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同时从生产函数角

度出发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就政府干预

视角下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2004-2018 年中国绿色经济效率处于波动

上升的态势，且沿海和内陆地区波动趋势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但沿海高于内陆地区；从影响效应看，工业集聚对

绿色经济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效应并非持续有效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集聚

除了直接对绿色经济效率发挥促进效应，还可以通过政府干预的途径来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因此，绿色经济效率的

提升，需要政府动态调整相关的产业政策，避免工业过度集聚所带来的拥挤效应，以此来推动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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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工业集聚，而这种集聚又通过规模经济、知识溢出等正

外部效应实现了自我强化，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是，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工业生产规模扩张的同时不

仅会加大煤炭等能源的消耗，还会增加 SO2等工业三废的产生
[1]
。如果工业集聚单纯依靠市场引导，可能会面临集聚发展结构不

科学、恶性竞争等问题。政府部门对严峻的环境形势高度重视，对环境问题治理相继出台了多种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绿色

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被提出，并被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是绿色

发展的关键，而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与工业密切相关[2]。传统经济效率主要考虑了劳动和资本投入的产出效率，而绿色经济效率

将经济、环境以及能源进行综合考虑，弥补了传统经济效率评价只依赖投入规模扩张和期望产出增长的缺陷，综合反映了经济

增长、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三方演化关系[3]。在新常态和绿色转型的背景下，工业集聚在绿色发展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实

证研究绿色经济效率如何随着工业集聚的变化而演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在对绿色经济效率科学评价与测度的基

础上，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有着怎样的影响?第二，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地理区位、城市规模

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异质性?第三，政府干预在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中存在怎样的传导路径? 

二、文献综述与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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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文献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内涵诠释。相较于传统经济效率，绿色经济效率综合考虑了经济

生产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多投入多产出，将资源要素投入和非期望产出考虑进去[4]。一般而言，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衡量经济

发展过程中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反映了单位投入成本上经济产出的能力；二是表征了在原有传统要素投入(资本、劳动)的基

础上，将资源要素和非期望产出考虑进去，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的消耗[5]。由此可见，绿色经济效率是在产出既定的

条件下，投入要素最小化的能力，反映了要素投入以及经济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效率[6]。(2)研究内容与测度方法。国外学者多

运用 DEA 模型[7]、RAM 模型[8]、四阶段 DEA 模型[9]等方法对欧盟、马拉西亚、土耳其等国家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行研究；国内学者

则多运用 SFA 方法[10]、MinDS-Malmquist[11]、多 DEA-Gini 准则[12]、超效率 SBM 模型[13]等方法，分析单个省份、黄河流域省份、

长江经济带省份、中国省域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和绿色经济效率。可见，学者们基于不同的时间范围和地域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

展开了丰富的研究，研究方法和地域尺度更加多元化和多维化。(3)影响因素。多种因素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影响，从内生增长

理论来分析，技术创新对推动绿色经济效率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要素投入可为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样，

政府的宏观调控由于在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直接影响[14]。实证研究发现，绿色经

济效率受到环境规制[15]、技术创新[16]和财政分权[17]等因素的影响。 

工业集聚是指多个工业企业高度集中在一定地理区域内形成优势发展的过程，是一种以分工深化为基础的空间组织形式[18]。

理论来讲，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两方面的影响。当工业集聚程度达到适度规模，工业在地理空间上逐渐集聚，产生集

聚正外部性特征。主要表现为：适度的工业集聚可以加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深化产业间的分工，

实现生产全过程的生态循环，降低运输成本和能源消耗，发挥知识溢出效应，从而扩大区域生产能力和改善环境质量，进而促

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19]。但是，随着一个地区经济增长从规模经济向外部经济发展时，工业集聚程度越来越高，当集聚导致

产业空间极化时，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抑制作用。具体而言，工业集聚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影响环境质量，导致市场饱和、资源

短缺、交通拥堵严重、生活成本上升。这种“拥堵效应”会导致企业生产投入的快速增加，并引发负面的反弹效应(如企业之间

因争夺公共物品而产生恶性竞争),从而导致区域环境质量恶化，能源消耗增加，环境治理成本上升。工业在有限的资源空间内

无法正常运转，从而产生环境污染问题[20]。因此，当工业出现过度集聚时，政府要适时引导，发挥宏观调控职能的作用，将工

业集聚调整到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基于这种深层次的理解，图 1 展示了政府干预视角下工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的作用

机理。同时，政府是工业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守夜人”,影响着工业集聚和扩散。工业集聚通过促进生产要素向成本低和资

源节约的部门流动，选择最佳区位发展，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改变资源消耗强度和能源转换，从而实现绿色发展。 

 

图 1政府干预视角下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机理 

综上所述，现阶段学界对绿色经济效率进行了较为系统地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样本选择方面，已有研究对绿色

经济效率的测算主要集中在全国及省级层面，缺乏对地级市的分析，同时忽略了对能源消耗及环境污染的考虑，无法全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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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效率的特点；二是研究区间方面，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在已有研究中多截至 2016年，研究区间过短无法呈现其最新特

点。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研究区间过于狭

窄不能准确反映新常态前后绿色经济效率的差异，将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时间延至最近年份很有必要；三是研究内容方面，有

关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高技术产业[21]和金融业[22]展开研究。众所周知，工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

动力，同时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忽略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不全面，同时缺乏对地理

区位、城市规模及时间阶段异质性的详细分析。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拓展：第一，将研究视角从省级扩展到

市域，综合考虑了环境保护、经济增长和能源节约三个维度构建绿色经济效率指标，将超效率 SBM 模型从期望产出扩充到非期

望产出，利用中国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度；第二，系统梳理工业集聚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

作用机理，从地理区位、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三个层面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探究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第三，

从政府干预视角出发，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政府干预在工业集聚和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作用，丰富和发展了对绿色经济效率

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的研究。 

三、模型构建及变量设计、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本文在 Miller等[23]的基础上，对 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进行适度扩展，设定如下生产函数： 

 

其中，Yit表示产出，Kit、Lit、Eit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力和能源要素投入，i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Ait表示希克斯中性技术

进步效率函数。具体来说，它指的是技术进步，在任何给定的要素比例下，所有要素的平均产品和边际产品都以相同的比例增

长[24]。许多研究已经提供理论和经验证据支持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25]。基于式(1),将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

响引入，并假设式(1)中的希克斯效率函数组成部分是指数的乘积形式，即： 

 

其中，Ai0表示城市 i的初始技术进步，Aggit表示 i城市 t年的工业集聚水平，β表示集聚弹性，用于刻画集聚外部效应。 

考虑到绿色经济效率的变化可能存在时间路径上的依赖性，本期的绿色经济效率可能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

因素有关，还会受到上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了更细致地捕捉这种特征，本文将绿色经济效率滞后一期引入建立动态面板

回归模型： 

 

其中，Geeit 表示绿色经济效率，Geei,t-1 表示滞后一期的绿色经济效率，用来控制和考察绿色经济效率的变化和时间滞后效

应，Aggit表示工业集聚程度，Xit为控制变量，包含有能源消费、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人口密度、技术创新、经济发展，β0、

β1、γ表示待估系数，其中β0为绿色经济效率时间滞后系数，υi和τt分别表示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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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检验工业集聚是否存在“拥堵效应”,工业集聚的二次项被引入模型，即： 

 

其中，Agg2itit2表示工业集聚程度二次项，其它变量解释和式(3)一样。 

(二)变量设计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经济新常态下，绿色经济效率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本文除了将资本、劳动作为投入要素外，将能源投入也纳

入考虑。其中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进行衡量，劳动投入用年末就业人数来衡量。对于能源投入，用全社会用电量进行刻画。此

外，采用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即 Kt=It/Pt+(1-δ)Kt-1。估算 t期资本存量(Kt)需要知道 t期名义投资额(It)、价格指

数(Pt)、基期资本存量(Kt-1)和折旧率(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资本存量的计算中表现比较接近[26],考虑

到地级市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当期投资额，价格指数进行了 GDP平减[27],折旧率参照单豪杰[28]的做

法取 10.96%。基期资本存量常用增长率法进行估计，即 K0=I0/g+δ,其中，g 为资产投资率，取 10%[29]。此外，产出变量包括期

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期望产出用实际 GDP来表示，由于地级市 GDP平减指数没有完全公布，以 2003年为基期，用该市所属省

份的 GDP 平减指数进行平减，采用插值法和均值法对缺失值进行处理。“工业三废”是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伴随物，是环境污染

的主要来源，所以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代表非期望产出。本文将数据缺失严重和行

政区划调整的城市排除在外 1,对中国余下的 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决策单元。表 1为具体的投入产出指标。 

表 1测度绿色经济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及解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投入指标 

资本投入 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万元 

人力投入 年末就业人数/万人 

能源投入 全社会用电量/万千瓦时 

期望产出 经济产出 各城市实际 GDP/亿元 

非期望产出 工业三废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万吨 

 

索罗余值法、随机前沿分析法(SFA)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都可以用来测算绿色经济效率，前两种方法要对随机误差项做

较强的假设，另外，还需要设定适合的函数形式，函数形式设定不合理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较大的偏差，而非参数 DEA 法

则可以避免这些情况。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不仅要考虑要素投入和效益产出，还要将环境代价纳入产出，这样才能更好的评价

绿色经济效率。部分学者将环境污染作为投入对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算，这样做有失偏颇。环境污染是伴随着工业生产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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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副产品，不同于劳动、资本、能源等具有经济价值的要素，因此，将环境污染纳入非期望产出更贴合实际。DEA模型未考

虑投入产出变量的松弛问题，无法准确测算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绿色经济效率值，而基于 DEA 的非径向 SBM 模型可以有效解决其

不足
[30]

。此外，考虑到传统 SBM模型不能有效对前沿面上的效率进行比较，本文将超效率 SBM模型扩展到非期望产出，利用 MaxDea

对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算，提升了绿色经济效率的可比性。图 2 显示了中国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分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年平

均变化趋势。 

 

图 2 2004-2018年中国绿色经济效率年平均变化 

由图 2可知，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变动呈现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整体上，2004-2018年中国绿色经济效率处于波动上升

的态势，增长幅度差异明显。其中，2004-2008 年处于平稳上升期，随着经济迈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绿色发展，

2013-2016年处于快速上升期。第二，分区域来看，沿海和内陆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波动趋势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但内陆地区下

降幅度最大，从 2016 年的 1.142 下降到 2017年的 0.813,随之又迅速上升。高绿色经济效率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低效率区

主要分布在内陆，相较于内陆，沿海地区区位优势明显，便于推动经济发展。 

2.核心解释变量 

工业集聚(Agg)。已有研究常用 EG指数、HHI指数和区位熵指数测算产业集聚程度，相比较前两者，区位熵能消除地区规模

之间的差异，较真实的反映工业集聚的空间分布。因此，本文借鉴 Donoghue等[31]的做法，采用区位熵指数对工业集聚 2程度进

行衡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Aggit表示 i城市第 t年工业集聚水平，Sijt表示 i城市 j产业第 t年就业人数。 

政府干预(Gov)。“守夜人”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常扮演的角色，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对经济的赶超，往往会基于比较优势

理论，通过政府干预的途径优先发展重工业[32]。地方政府一般通过财政扶持的手段对产业集聚创造条件，但越位、缺位、错位

的现象在政府行使职能的过程中不断出现，这将会导致资源要素配置扭曲，不利于节能减排和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因此，本

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比重衡量政府干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3.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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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分析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减少遗漏变量造成的估计误差，结合理论分析并参照以往文献研究，本文进

一步选取其他控制变量来分析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环境规制(Env)。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有着重要作用，环境规制合理状态下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而提高绿色经

济效率。部分学者一般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衡量环境规制强度，但中国市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的数据尚未公布，故本文

借鉴林伯强等[33]的做法，采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表征。 

人口密度(Den)。人口增长不仅增加了资源和能源的需求，而且可能由于人口活动和发展格局的不合理进一步对环境造成破

坏。本文用各城市单位行政区划面积上的年末总人口进行表征。 

技术创新(Tec)。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是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提高绿色经济效率离不开

研发投入。同样，企业节能减排绿色技术越高，越有利于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本文用各城市财政经费中的科技支出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技术创新水平。 

能源消费(Enc)。中国产业消费结构过度依赖于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煤炭燃烧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其对经济转型和环

境治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中国尚未公布城市能源消费水平数据，本文用工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例来估算能源

消费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产业结构(Sec)。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消耗程度也不一样。第二产业生产中使用的化石燃料所

产生的排放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且中国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剧了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产业结构的非合

理化会导致资源错配及抑制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的代理变量，若比

值小于 1,说明第二产业相较于第三产业可能会对环境产生更大的污染。 

经济发展(Pgdp)。经济增长是影响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采用人均 GDP对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予以表征。 

4.数据来源 

考虑到 2000年前后中国许多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行政区划调整，为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剔除拉萨、巢湖、日喀则、

三沙、林芝、儋州、毕节、铜仁、昌都、山南、那曲、海东、吐鲁番和哈密这些城市，最终选取了 2004-2018 年中国 285 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进行分析。数据均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各市

统计年鉴，采用三步移动平均和插值法对个别缺失数据进行补充。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结果分析 

由于在模型中加入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滞后项，若直接对式(3)和式(4)进行回归，所得的结果可能存在有偏且非一致的，再

加上绿色经济效率和工业集聚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直接采用 OLS 估计可能造成回归结果有偏。因此，本文采用系统 GMM 估

计来估计工业集聚和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AR(1)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扰动项的一阶差分存在序列相关，

而 AR(2)表明不存在二阶或更高阶的相关，说明 GMM估计方法适用。 

表 2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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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全样本 沿海城市 内陆城市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L.Gee 
0.467*** 

(0.061) 

0.458*** 

(0.055) 

0.191 

(0.128) 

0.184 

(0.133) 

0.493*** 

(0.052) 

0.477*** 

(0.042) 

Agg 
0.388* 

(0.199) 

0.389* 

(0.189) 

-0.986* 

(0.494) 

-0.893* 

(0.460) 

0.194 

(0.150) 

0.230 

(0.155) 

Agg2 
-0.344

**
 

(0.119) 

-0.336
**
 

(0.111) 

0.196 

(0.262) 

0.195 

(0.241) 

-0.213
*
 

(0.090) 

-0.222
*
 

(0.090) 

Env 
 

-0.004 

(0.028)  

-0.081 

(0.085)  

0.001 

(0.030) 

Den 
 

0.153 

(0.212)  

-0.388 

(0.420)  

0.342* 

(0.267) 

Tec 
 

0.002 

(0.002)  

0.016** 

(0.006)  

0.001 

(0.002) 

Enc 
 

-0.132* 

(0.154)  

-0.096 

(0.131)  

-0.140* 

(0.059) 

Sec 
 

0.091* 

(0.072)  

0.079** 

(0.054)  

0.112 

(0.090) 

Pgdp 
 

0.097* 

(0.052)  

0.011* 

(0.048)  

0.128* 

(0.067) 

AR(1) 0.007 0.006 
 

0.033 0.031 0.027 

AR(2) 0.284 0.281 
 

0.465 0.233 0.229 

样本量 4560 4560 848 848 3712 3712 

 

表 2报告了动态面板估计结果。其中，列(2)仅考察核心解释变量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工业集聚对

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工业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在把各个控制变量加

入模型进行 GMM回归发现，工业集聚估计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说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按照经济学理论，

在工业集聚程度处于合理的范围内，集聚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如运输成本降低、劳动搜寻成本降低及企业间知识溢出)使得该地

区经济生产率提高，同时，能源使用效率的改善也使得该地污染物排放量减少，因此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当工

业集聚程度超过门限值，工业集聚程度过高，当地基础设施无法适应大规模的生产，无法满足大量劳动力需求，这样一来会造

成当地经济和资源承载力超负荷，主要表现为交通拥堵、土地资源紧张和市场饱和，企业之间因资源紧张引起恶性竞争，进而

会降低生产率和能源利用率，污染物排放也会不断加剧，因此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此时工业集聚的拥堵效应

大于其正外部性，也就是说集聚程度过高可能会出现集聚不经济。此外，绿色经济效率的滞后项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表明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时间上路径依赖特征，且前一期的绿色经济效率对当期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分析工业集聚对绿色经

济效率问题应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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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样本的基础上，划分为沿海和内陆两类子样本进行估计。表 2 列(4)～(7)估计结果显示：沿海城市工业集聚一次项系

数显著为负，而内陆城市工业集聚一次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沿海城市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起到抑制作用。改革开放

以来，许多工业企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沿海城市依靠便于吸引外商投资和近邻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获得优先发展，具备了

工业集聚发展的初始条件[34]。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市场的发展，劳动力区域市场流动壁垒被打破，大量劳动力涌入沿海城市，

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而人口规模集聚又引致市场需求的扩大，消费者购买能力逐渐增强，从而形成沿海城市

工业集聚循环发展。但是，由于沿海城市工业优先发展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张，导致工业集聚的拥挤效应在沿海城市出现，表现

为沿海城市工业企业数量达到饱和，用水、用地等公共资源紧张造成恶性竞争，进而降低企业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对绿色经

济效率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内陆城市属于政府主导型，加之工业集聚水平相对较低，相较于沿海城市会产生较少的

污染排放，从而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 3,技术创新、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中，技术创新

和人口密度未通过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这可能与现阶段中国研发激励机制不健全、人口规模扩张的惯性、研发效率低有关；

企业可以通过去除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来优化产业结构，进而提高绿色经济效率；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推动经济

增长的同时注重环境的保护，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高绿色效率。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表现为负向影响效应，但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中国虽然加强了企业排污的监管，实施了较高的监管标准，但这些措施并没有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此外，

能源消费估计系数为负，并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中国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其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是造成环境

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用电量的增多也会导致能源消耗，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二)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中国各城市规模差异性和工业集聚水平发展的非均衡性，基于总样本分析可能会掩盖城市特性，因而分析不同城市

规模下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非常必要。基于此，本文将研究样本分为中小型城市、大型城市和特大型城市 4。同时，

十八大以来国家对绿色发展日益重视，为了验证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本文以 2012年

为节点，将分析时间划分为两段。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城市规模 时间阶段 

中小型 大型 特大型 2004—2012年 2013—2018年 

L.Gee 
0.499

***
 

(0.040) 

0.186
**
 

(0.069) 

0.356
***
 

(0.065) 

0.228
***
 

(0.024) 

0.532
***
 

(0.158) 

Agg 
-0.291** 

(0.095) 

0.797* 

(0.371) 

0.098 

(0.837) 

-0.408*** 

(0.442) 

0.175*** 

(0.236) 

Agg2 
0.032

*
 

(0.049) 

-0.397
*
 

(0.182) 

-0.273 

(0.358) 

0.170
**
 

(0.231) 

-0.115
**
 

(0.1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R(1) 0.056 0.065 0.003 0.070 0.008 

AR(2) 0.293 0.449 0.619 0.300 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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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 2784 1088 688 2850 1710 

 

由表 3 可以看出，绿色经济效率滞后项在不同的城市规模下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且前一期绿色经济效率对当期起到

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在不同的城市规模下呈现出不同的结果，说明我们划分城市规模是有必要

的。工业集聚对中小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起到抑制作用，而在大型和特大型城市中相反。表 3 列(2)～(4)结果显示，中小型城市

的工业集聚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而大型和特大型城市工业集聚系数为正，但特大型城市工业集聚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

表明大型城市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而中小型城市却未对其发挥提升作用。这一看似异常结果背后的经

济解释和逻辑却非常直观：中小型城市的工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工业集聚效应不足，产业链发展不成熟，基础设施配套不

完善，公共治污设备不齐全，资源配置未达到最优，企业生产成本较高，不利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虽然大型城市和特大型

城市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均起到推动作用，但可以看出特大型城市的推动强度较弱，仅为 0.098,随着城市规模的蔓延，未来

特大型城市工业集聚的“拥挤效应”很有可能大于正外部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表 3列(5)～(6)

时间异质性回归结果可以看出，2013-2018年工业集聚系数显著为正，与 2004-2012年相反，表明工业集聚在这个时间阶段对绿

色经济效率产生积极影响，表明在经济新常态时期，政府不断加强环境治理强度，对经济发展既重视“数量”又重“绿色”,污

染减排卓有成效。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倒“U”型影响的结果是否稳健，本文进行如下几种检验：①由于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政策

与其他城市可能存在差异，本文依照国务院颁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年-2020年)》,将样本中 115个资源

型城市删除后进行回归，由表 4列(2)可知，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唯一不同的是系数大小发生变

化。②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工业集聚是在不包含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进行测度的，考虑到建筑业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扬尘

对环境同样造成了影响，因此本文用第二产业集聚代替工业集聚来考察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与表 2列(3)相比，替代变量

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高估，但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太大变化，这表明估计结果不会因核心解释变量

的衡量方法改变而发生较大变化，回归结果在总体上是稳健的。③剔除直辖市和副省级市的影响。由于四个直辖市受中央人民

政府直接管辖，经济政策和其它待遇可能与地级市有所差别，导致直辖市和普通地级市不可比
[35]
。同样，副省级市行政区域政

策也比较特殊，为了排除行政差异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干扰，本文将北京、上海等 4个直辖市和武汉、广州等 15个副省级市剔除

后再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列(4),发现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 4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去除资源型城市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剔除直辖市和副省级市 

L.Gee 
0.474*** 

(0.053) 

0.477*** 

(0.056) 

0.465*** 

(0.062) 

Agg 
0.467* 

(0.281) 

0.975*** 

(0.285) 

0.359* 

(0.203) 

Agg2 
-0.426** 

(0.164) 

-0.541** 

(0.192) 

-0.325** 

(0.12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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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1) 0.001 0.005 0.012 

AR(2) 0.114 0.286 0.281 

样本量 2720 4560 2416 

 

(四)政府干预视角下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政府行为息息相关，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是否会受到政府干预的作用，本文借鉴温忠麟等[36]

提出的中介效应方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工业集聚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途径： 

 

其中，式(6)表示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总效应，α1是总效应的大小；式(7)表示工业集聚对中介变量的影响，Govit为

中介变量，用政府干预程度衡量；式(8)表示工业集聚和政府干预对绿色经济效应的共同影响，λ1为直接效应，ζ1·λ3为间接

效应，根据中介效应模型的原理，若系数 ζ1、λ1 均显著，则表明中介效应存在。需要说明的是，Xit 为控制变量，包括前面所

阐述的产业结构、能源消费、人口密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 

表 5报告了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列(2)检验了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总体影响，工业集聚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工业

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列(3)可以看出，工业集聚对政府干预的影响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工

业集聚程度的降低，政府对产业干预程度逐渐增加，可通过政府补贴等途径引导工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列(4)结果显示，当

控制了政府干预时，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依旧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工业集聚的估计系数(值为 0.872)小于列(2)中

的估计系数(值为 0.891),这表明政府干预对工业集聚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从中介效应大小来看，政府干预中介效应为 0.019,工

业集聚可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环境政策等因素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提升效应。 

表 5中介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Gee Gov Gee 

Agg 
0.891*** 

(0.098) 

-0.119*** 

(0.031) 

0.872*** 

(0.098) 

Agg2 
-0.441*** 

(0.050) 

0.069*** 

(0.015) 

-0.429*** 

(0.050) 

Gov 
  

-0.158**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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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R2 0.684 0.489 0.686 

样本量 4560 4560 4560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 2004-2018 年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对综合考虑环境保

护、资源节约及经济增长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算，从地理区位、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阶段三方面实证分析了工业集聚对绿色

经济效率的影响，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就政府干预视角下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进行

了研究。结果表明： 

整体上，2004-2018年中国绿色经济效率处于波动上升的态势，增长幅度差异明显；分区域来看，沿海和内陆地区绿色经济

效率波动趋势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但高绿色经济效率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低效率区主要分布在内陆。 

从地理区位来看，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在工业集聚程度处于合理范围内，工业集聚对

绿色经济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当工业集聚程度过高时，其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与内陆城市相比，工业

集聚对沿海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就城市规模而言，中小型城市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而大型城市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提升效果好于

特大城市。因此，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应该制定差异化政策来引导工业集聚和扩散。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大型城

市，进一步增强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政府应在空间上促进工业的适度集聚，以此来实现规模经济的发展和绿

色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要合理控制特大城市工业规模和人口规模，同时要重视中小型城市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与升级，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方向在 2012年前后发生了改变。在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工业集聚

对绿色经济效率表现为促进作用，表明在经济新常态时期，政府对经济发展既重视“数量”又重“绿色”,污染减排卓有成效。 

此外，工业集聚除了直接对绿色经济效率发挥促进作用，还可以通过政府干预的途径来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绿色经济的发

展，需要政府对工业集聚实施一定的措施，当集聚程度过高时，政府要进行适时引导。同时，政府也要结合企业发展状况和生

产规模，制定相关的环境标准提高环境准入和污染物排放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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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绿色经济效率测算剔除的城市有拉萨、巢湖、日喀则、三沙、林芝、儋州、毕节、铜仁、昌都、山南、那曲、海东、吐鲁

番、哈密。 

2依据 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工业包含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三大行业。 

3限于篇幅,仅分析全样本。 

4划分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